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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野火是全球变化背景下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自然扰动，其发生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正持续改变火后

土壤有机碳的迁移、周转与稳定化过程。本文围绕野火后土壤有机碳稳定化的结构与界面机制，系统综述土壤结构变

化、矿物界面反应和微生物过程对火后碳库演化的调控作用。野火首先通过高温燃烧和热解作用造成表层有机碳快

速损失，并引起团聚体解体、孔隙结构重组、土壤斥水性增强和径流侵蚀加剧，从而改变有机碳的暴露程度、剖面迁

移及坡面–沉积区横向再分配。与此同时，高温诱导的黏土矿物脱羟基化、Fe/Al 氧化物晶化及火生矿物相形成，可重

塑矿物表面反应性和界面结合条件，进而影响热解溶解性有机质、热解碳、植物源有机质和微生物残体进入矿物保护

体系的方式与效率。在生物层面，火后微生物群落经历由快速重组到代谢策略转向的演替过程，前期促进活性碳快速

周转，后期则通过酶促氧化、代谢产物释放、残体积累及微生物–矿物电子传递等过程，推动有机碳由活性态或迁移

态向矿物结合和物理保护状态转化。总体上，火后土壤碳库的演化并非由单一过程控制，而是结构变化、侵蚀–沉积

再分配、矿物界面重构和微生物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系统梳理这些过程及其耦合关系，有助于深化对火扰动条件下

土壤碳稳定化机制的认识，并为火后碳汇评估和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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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ldfire is an important natural disturbance affecting terrestrial ecosystem carbon cycling under global change, and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wildfire events are continuously reshaping the mig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post-fire soil organic carbon.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structural and interfacial mechanism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tabilization following wildfire disturbance and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es the roles of soil structural change, mineral 

interfacial reactions, and microbial processes in regulating post-fire carbon pool dynamics. Wildfire first causes rapid losses of 

surface soil organic carbon through high-temperature combustion and pyrolysis, while also inducing aggregate breakdown, 

pore structure reorganization, enhanced soil water repellency, and intensified runoff and erosion. These changes alter the 

exposure of organic carbon, its vertical migration within soil profiles, and its lateral redistribution from hillslopes to 

depositional zones. At the same time, thermally induced dehydroxylation of clay minerals, crystallization of iron and aluminum 

oxides, and the formation of pyrogenic mineral phases can reshape mineral surface reactivity and interfacial binding conditions. 

These effects do not simply increase or decrease mineral protection, but depend on fire severity, mineral composition, heating 

duration, and soil background conditions, thereby influencing the pathways and efficiency by which pyrogenic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pyrogenic carbon, plant-derived organic matter, and microbial necromass enter mineral protection systems. At 

the biological level, post-fire microbial communities undergo a successional shift from rapid reassembly to metabolic strategy 

transition. In the early stage, microbial activity promotes rapid turnover of labile carbon, whereas in later stages, enzymatic 

oxidation, metabolite release, necromass accumulation, and microbe–mineral electron transfer can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c carbon from labile or mobile forms toward mineral-associated and physically protected states. Overall, the evolution 

of post-fire soil carbon pools is not governed by any single process but results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structural 

disturbance, erosion–deposition redistribution, mineral interfacial reconstruction, and microbial transformation. A systematic 

synthesis of these processes and their coupling relationships is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soil 

carbon stabilization under wildfire disturbance and for supporting post-fire carbon sink assessment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Key words: Wildfire; Soil organic carbon; 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carbon; Pyrogenic carbon; Microbe–mineral interaction;  

Carbon stabilization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有机碳库，其碳储量显著高于植被和大气碳库之和，在维持土壤

肥力、调节陆地生态系统功能和缓冲全球变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2]。按照来源、周转速率和稳定性

的差异，土壤有机碳通常可划分为颗粒态有机碳（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POC）和矿物结合态有

机碳（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carbon，MAOC）两大类[3]。其中，POC 主要来源于植物残体及其早

期分解产物，周转较快，对环境变化响应敏感；MAOC 则更多来源于微生物转化产物及其与矿物结

合形成的复合体，具有更长的滞留时间和更高的稳定性[3-4]。不同碳组分在形成途径、迁移方式和稳

定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阐明土壤有机碳不同组分的转化、迁移与稳定过程，是认识土壤碳汇功能

及其变化规律的基础。 
野火是全球变化背景下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重要自然扰动之一[5]。在气候变暖、极端

天气事件频发以及人类活动加剧的共同作用下，野火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驱动

土壤碳库变化的重要因素[6-7]。野火对土壤碳库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实现。直接路径

表现为高温燃烧和热解作用迅速矿化表层有机质，造成土壤有机碳的即时损失，并改变不同碳组分

的相对比例[8]。在这一过程中，热解碳（Pyrogenic carbon，PyC）作为野火作用下形成的特殊碳组分，

因其高度芳香化结构和相对较强的化学惰性，成为火后土壤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9-10]。间接路径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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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野火通过改变土壤物理结构、矿物组成和微生物过程，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持续调控碳的迁移、

周转与稳定化[7]。 
相比燃烧直接造成的碳损失，野火对土壤有机质稳定化的长期影响更为复杂。火后团聚体破碎、

孔隙连通性改变以及水分运动受阻，都会改变有机碳在土壤中的暴露程度和迁移路径[11-12]。与此同

时，高温作用和灰分输入可进一步诱导矿物组成改变和表面反应性重构，从而改变有机碳在矿物表

面的吸附、络合和共沉淀方式，影响其进入稳定碳库的效率[13-14]。对于土壤生物，野火还会扰动微

生物群落结构与代谢活动，改变胞外酶表达、代谢产物释放及微生物残体积累过程，进而影响有机–
矿物复合体的形成与维持[15-16]。这表明，火后土壤碳库的演化并非仅由短期燃烧损失决定，而是受

到土壤结构变化、矿物界面反应和微生物转化等多过程共同调控。 
近年来，关于火后土壤碳组成变化、矿物结合态碳形成以及微生物响应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对野火扰动下土壤碳稳定化过程的系统认识仍然不足。现有研究多关注土壤结构变化、矿物相演

变或微生物功能响应的某一方面，而对三者如何共同调控土壤有机碳稳定化缺乏统一认识[8]。同时，

火后土壤碳库的变化不仅表现为总量升降，还涉及 POC、MAOC、PyC 以及热解溶解性有机质

（Pyrogenic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pyDOM）等不同碳组分在剖面中的迁移、再分配及转化过程，

这仍缺乏系统梳理[11，17]。此外，现有土壤碳循环模型多基于短期观测数据构建，尚难准确表征火后

土壤碳库在年际至年代尺度上的恢复轨迹与演化过程，这也限制了对野火扰动效应的机制模拟和碳

汇评估。基于此，本文围绕野火后土壤有机碳稳定化这一主线，重点综述土壤结构变化、矿物界面

反应和微生物过程对火后碳迁移、转化与保存的影响，进一步分析 PyC 及其与矿物、微生物耦合的

多尺度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当前研究中的关键不足与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理解野火扰动下土

壤碳库演化及其生态效应提供系统参考。 

1 野火扰动下土壤结构与矿物界面过程对有机碳稳定化的作用 

野火后土壤有机碳的稳定化，首先受到土壤结构和矿物界面条件的共同制约。土壤结构决定有

机碳是否暴露于分解环境、能否随水分和细颗粒发生迁移；矿物界面则决定这些有机组分能否通过

吸附、络合或共沉淀进入相对稳定的矿物保护体系。因此，理解火后土壤有机碳的演化，既需要关

注结构破坏与恢复过程，也需要关注矿物界面反应环境的变化及其与微生物过程的衔接。 
1.1 野火引起的土壤物理结构变化及其对碳暴露与迁移的影响 

野火对土壤有机碳稳定化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物理结构破坏及由此引起的碳暴露和迁移变化。

高温是火后土壤结构改变的主要驱动力。已有研究表明，当加热温度超过约 250 ℃时，土壤团聚体

稳定性、阳离子交换量和持水能力开始明显下降，在 250～450 ℃区间变化最为显著，主要表现为团

聚体解体、体积密度升高和水稳性下降等特征[18]。团聚体的破坏会使土壤颗粒结构趋于松散，并打

乱原有孔隙网络的组织和连通性，进而改变土壤对水分和溶质的滞留与传输能力，最终影响有机碳

在土壤剖面中的空间分布和停留时间[19]。 
野火后，土壤有机质热解和矿物相变还会进一步改变孔隙结构与水分运动特征。大量研究表明，

受野火影响的土壤往往表现为入渗速率降低、水力传导性改变以及表层壳化增强，这些变化会削弱

土壤对降雨的缓冲能力，并增加地表径流与侵蚀风险[20]。孔隙连通性和孔径分布的改变不仅影响水

分下渗和气体扩散，也会通过改变有机碳与微生物及胞外酶的接触机会，间接影响其生物可及性。

土壤斥水性是火后碳迁移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控制因素。高温条件下形成的疏水性有机膜覆盖矿物

和团聚体表面，使土壤表层短期内表现出显著斥水性，进而抑制水分入渗并延缓微生物群落恢复[21-

22]。斥水性增强及入渗能力下降不仅改变垂直方向的水分运动，也会通过增加坡面径流和泥沙输出，

强化火后的横向迁移与再分配过程。火后植被覆盖减少、枯落物层破坏以及团聚体稳定性下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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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有机碳的细颗粒和热解形成的 PyC 更易被径流携带，并由坡面上部向坡脚、沟道及低势位沉积

区迁移[23]。严重火烧后首年泥沙产量可较火前增加 1～3 个数量级，说明火后侵蚀过程能够在短时间

内输出大量表层土壤物质[24]。在山地火烧流域中，侵蚀还可导致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发生显著横向再分配，使部分坡面土壤碳转移至坡脚和河道沉积环境，进而影响流域尺度碳

收支评估[25]。对于 PyC 而言，火后形成的炭质颗粒虽具有较高化学稳定性，但并不一定固定于原位。

粒径较小的 PyC 更易随悬移质和泥沙向河流及沉积环境迁移，其迁移强度通常受降雨强度、径流系

数、坡度、植被恢复状况以及斥水性持续时间等因素共同控制[24，26]。 
侵蚀–沉积过程由此成为连接坡面结构破坏与沉积区碳保存的重要途径。在侵蚀区，团聚体破坏

和颗粒剥离会增加原本受物理保护有机碳的暴露程度，提高微生物分解和进一步输出的风险；而在

沉积区，细颗粒、有机质以及 Fe/Al 氧化物往往同步富集，埋藏作用可降低有机碳与微生物的接触机

会，并通过矿物结合和新团聚体形成促进部分碳的再稳定化[27-28]。因此，火后碳库变化不仅取决于

局地 SOC 含量变化和剖面垂向迁移过程，还受到坡面尺度侵蚀输出、沉积再分配以及 SOC 和 PyC
最终归趋的共同影响。近年的火后坡面调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识。针对 2024 年雅江火灾的研

究表明，火后坡面土壤可形成高温燃尽层、强斥水层和相对未受明显影响层，其中高温层和强斥水

层可沿坡面向沟道搬运，并在局部形成堆积物，成为火后早期物质再分配和沟道侵蚀的重要来源；

同时，土壤有机质变化主要受峰值温度控制，而非单纯受热持续时间控制[29]。 
因此，火后土壤结构变化对碳稳定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团聚体解体会暴露原先处于物理

保护状态的有机碳，使其更易受到微生物和胞外酶的作用，从而加速矿化损失[22]；另一方面，火后

部分残留有机质和 PyC 可随着团聚体重组重新进入受保护的结构单元[10]。微尺度 X 射线计算机断层

成像（Micro-Computed tomography，Micro-CT）和 PyC 空间分布研究表明，火后坡面及冲沟沉积区

常形成 PyC 富集的微团聚体和“碳热点”，在这些微环境中，细孔网络可通过空间包埋降低 PyC 及

相关有机组分的微生物和酶可及性，而 Fe/Al 氧化物则可通过表面吸附、阳离子桥联和共沉淀等作

用增强芳香族有机组分与矿物界面的结合。因此，PyC 与细孔结构和反应性 Fe/Al 氧化物的共同富

集，并不只是空间上的“共存”，而是物理隔离与界面固定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助于提高其长期保存

潜力及向 MAOC 库转化的可能性[24-25]。总体而言，野火引起的土壤物理结构变化会通过改变团聚体

稳定性、孔隙特征和水分运动及侵蚀–沉积过程，持续影响碳在土壤中的迁移路径及其后续稳定化过

程。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会改变矿物界面的反应环境，而高温条件下矿物结构和表面性质如何变

化，将进一步影响火后有机碳在矿物界面的结合方式。 
1.2 高温作用下矿物结构与界面反应性的重塑 

在结构条件改变的同时，高温还会重塑矿物相组成和表面反应性。与团聚体和孔隙控制的物理

保护不同，矿物界面过程主要决定有机碳能否通过吸附、络合或共沉淀进入更稳定的 MAOC 库。因

此，火后矿物结构与界面性质的变化，是连接有机碳迁移、转化和长期保存的重要环节。 
高温首先会改变黏土矿物和金属氧化物的晶体结构及反应位点。一般认为，当温度达到 300～

400 ℃时，高岭石、伊利石等黏土矿物开始发生脱羟基化反应，形成大量结构缺陷位点，从而提高矿

物表面的反应活性[30]。同时，高温过程还可促进 Fe/Al 氧化物由无定形态向赤铁矿、针铁矿等晶态

矿物转化，使 Fe(III)/Fe(II)比例、八面体配位环境以及表面官能团构型发生重组[31-32]。近期研究进一

步表明，野火后表层灰分和土壤中可短期形成磁赤铁矿、赤铁矿及多种锰氧化物等火生矿物相，但

这些矿物在后续恢复过程中可能因侵蚀、向深层迁移和化学风化而逐步消失；与此同时，微生物和

根系分泌的配体还可增强 Fe、Mn 的活化[32]。 
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有机碳在矿物表面的结合方式。一方面，表面极性官能团数量减少可能削

弱矿物对羧基、酚羟基等极性有机质的吸附能力；另一方面，晶面暴露度增加和表面疏水性增强，

又可增强矿物对芳香结构与热解产物的亲和力，使火后形成的 PyC 和部分缩合有机组分更易在矿物

表面富集和稳定[32]。此外，火后灰分输入还会改变矿物表面的离子环境，并通过 Ca2+、Mg2+、F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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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l3+等阳离子的桥联作用，影响有机质与矿物之间的结合强度。由此可见，高温对矿物界面反应

性的影响并非单向增强或削弱，而是取决于矿物反应位点生成、表面官能团损失和离子环境改变之

间的相对平衡。 
这种平衡进一步表现为明显的火强度依赖性和非线性阈值效应。在中等温度作用下，黏土矿物

脱羟基化、无定形 Fe/Al 氧化物活化和火生矿物形成可能增加表面缺陷位点和反应位点，此时矿物

对含氧官能团丰富的溶解性有机质（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微生物代谢产物以及部分氧化

PyC 的吸附固定作用可能占优。相反，在更高温度或持续受热条件下，黏土层状结构坍塌、比表面

积下降以及 Fe/Al 氧化物晶化会减少高反应性位点，使矿物保护能力转而减弱。高强度野火常被认

为在约 600 ℃以上更容易造成这类结构破坏和晶化转化，但这一温度并非适用于所有土壤的固定阈

值，其实际效应会随黏土矿物类型、Fe/Al 氧化物形态、有机质含量、含水状态和受热持续时间而变

化[33-34]。例如，富含无定形 Fe/Al 氧化物或短程有序矿物的土壤，可能在中等火强度下表现出界面反

应性增强；而以层状硅酸盐为主且经历高温持续加热的土壤，则更容易出现矿物保护能力下降[11]。

因此，火后矿物结构与界面反应性的变化实质上重塑了有机碳在矿物表面的吸附、固定与稳定化条

件，也决定了不同碳组分在火后环境中的归趋。 
1.3 野火后有机碳向矿物保护体系的转化及其稳定化 

随着火后矿物结构和界面反应性的调整逐步显现，矿物在火后环境中重新建立起对有机碳的保

护作用。这种保护既包括微团聚体形成和孔隙包埋等物理过程，也包括界面吸附、配位络合和共沉

淀等化学过程，两者共同推动火后土壤碳库向新的稳定状态演化。 
从物理保护看，火后恢复过程中形成的细颗粒集合体和微团聚体，可为残留有机质、PyC 和部

分微生物残体提供新的包埋空间。野外长期监测表明，火后 3～5 年 MAOC 含量逐渐提高，说明火

后碳库恢复并不只是有机质输入增加的结果，也与矿物结合过程和结构恢复密切相关。与此一致，

在美国南加州Cleveland国家公园森林火烧迹地开展的恢复序列研究表明，野火造成的POC和MAOC
损失可持续 4 年以上，其中 POC 在火后即刻下降约 50%，MAOC 下降约 33%，说明火后碳库恢复

并非短期完成，而是受后续植被恢复、微生物周转和矿物保护过程共同调节[8，33]。这一过程的重要

性在于，它使原本暴露于分解环境中的有机碳重新转入受物理限制和界面限制共同控制的保存状态。

除物理包埋外，火后矿物表面的化学保护更直接决定有机碳进入稳定库的效率。反应性矿物可更有

效地固定热解溶解性有机质中的酚类、醌类和芳香族组分，这些分子在火后具有较强迁移性，能够

随下渗和径流过程较快接触矿物活性表面，并通过配位交换、阳离子桥联和氢键等作用转入矿物结

合态，从而延长其在土壤中的滞留时间并提高进入 MAOC 库的可能性[8，30]。已有研究表明，火后产

生的 pyDOM 的芳香性和氧化还原活性普遍增强，这进一步影响了其与矿物表面的结合行为。分子

尺度研究还表明，火后土壤 DOM 中炭化残体和芳香族组分比例上升，其在沿土壤剖面下移过程中

分子组成仍会持续调整，这一过程提高了其接触矿物活性表面的机会，并增强了其由游离态向矿物

结合态转化的可能性[35]。对火后碳稳定化而言，这一过程的关键不在于单纯减少分解，而在于将具

有较高迁移性的活性有机组分转入矿物保护体系。在这一过程中，PyC 构成了火后碳库中更为持久

的一部分。在低势位沉积环境中，PyC 更容易与细颗粒物质和 Fe/Al 氧化物共同保存；而这些低势位

环境通常富含细颗粒物质和 Fe/Al 氧化物，更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热解碳–矿物复合结构[17]。核磁共振

（13C NMR）研究表明，火后土壤中芳香碳比例显著升高，这部分碳组分不仅构成火后碳库的重要组

成，也往往与 MAOC 的增加相联系[36]。因此，火后矿物介导的保护并不只作用于可溶性有机组分，

也通过对颗粒态热解碳的固定和保存，持续影响多年尺度上的土壤碳积累与维持[37]。 
火后矿物介导的有机碳保护并非单一过程，而是由多种物理化学机制共同驱动。相关机制、主

要作用对象及其控制因素归纳至表 1。需要注意的是，矿物介导的保护作用并不会持续增强。随着野

火频率增加，Fe/Al 氧化物可能逐渐向结晶程度更高、反应性更低的矿物转化，从而削弱对有机碳的

吸附和固定能力[38]；同时，植被恢复滞后也会减少根系分泌物和菌根真菌输入，降低微生物–矿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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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的强度，进而限制新有机–矿物复合体的持续形成[17]。因此，矿物介导的物理化学保护既受火

后矿物表面性质控制，也受后续生态恢复过程制约。只有当界面反应性维持、碳源持续输入和结构

恢复三者相互配合时，火后土壤碳库才更可能向稳定化方向演化。 
表 1 野火后矿物介导的有机碳保护机制、主要作用对象及其控制因素 

Table 1 Mineral-mediated organic carbon protection mechanisms after wildfire, their main target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机制类型 

Protection mechanism 

主要作用对象 

Main targets 

关键控制因素 

Controlling factors 

稳定化效果 

Stabilization effect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物理包埋 残留有机质、PyC、 

部分微生物残体 

团聚体重组、细颗粒比例、孔隙

结构、沉积环境 

降低生物可及性，延长有机

碳在土壤中的滞留时间 

[25, 28] 

界面吸附 pyDOM、芳香族溶解性组

分、微生物来源小分子有

机质 

矿物比表面积、表面电荷、官能

团类型、土壤 pH 

促进活性碳由游离态向矿物

结合态转化 

[28,32, 35] 

配位络合与共沉淀 含羧基/酚羟基的有机分

子、部分 pyDOM、微生物

残体 

Fe/Al 氧化物活性、多价阳离子、

氧化还原条件 

形成较稳定的有机–矿物复合

体，是 MAOC 形成的重要途

径 

[32-33,39] 

矿物–微生物协同保护 微生物残体、胞外多糖、

根系输入衍生碳 

植被恢复、根系分泌物、菌根活

性、土壤水分与养分有效性 

持续补充稳定碳前体，增强

矿物结合与结构保护 

[8,17,34] 

2 野火后微生物响应及其对土壤碳周转的调控 

微生物是土壤碳循环的核心驱动力，其代谢活动不仅调控有机质的分解、转化和再合成速率，

也决定有机碳向稳定库转化的路径和效率。野火扰动显著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和底物组成，打破原有

的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平衡，并推动其向新的代谢状态和生态策略转变。总体而言，火后微生物

响应具有明显阶段性：短期表现为群落损伤与快速重组，中期表现为底物利用方式和功能基因表达

的调整，长期则表现为微生物残体积累及其进入矿物保护体系。因而，微生物既可能加速火后活性

碳损失，也可能通过残体碳积累和有机–矿物复合体形成参与稳定碳库重建。 
2.1 野火后短期扰动驱动微生物群落结构快速重组 

野火对微生物群落的初始影响主要受野火强度、持续时间及恢复时长的控制。高强度野火可使

土壤表层温度超过 400 ℃，直接杀灭大部分热敏感性微生物，导致微生物生物量急剧下降并促发群

落结构重组[40]。相比之下，低强度野火仅引起部分功能群丰度的短期波动，而不彻底破坏群落结构
[41]。 

火后数周至数月内，微生物群落进入快速调整阶段。耐热类群如放线菌和变形菌门往往显著富

集，部分革兰氏阴性细菌的 rrn 操纵子拷贝数升高，代谢活性增强，群落策略由寡营养型、竞争维持

的 K-策略向富营养型、快速增殖的 r-策略转变[16，33]。这一转变与 pyDOM 脉冲式输入密切相关，也

反映出微生物对资源快速释放的敏感响应[30]。 
不同生态系统中，微生物对野火的响应并不完全一致。低强度火灾甚至可能促进特定功能群的

生长。在温带森林中，火后土壤 pH 升高和铵态氮释放可刺激革兰氏阴性细菌和放线菌增殖；而在草

原生态系统中，计划性烧除通过减少凋落物积累和改善土壤通气，维持部分功能菌群的多样性和稳

定性[15]。这些差异说明，火后微生物响应不仅取决于野火强度，也受植被类型、土壤理化性质和资

源供给条件共同影响。从恢复过程看，细菌和真菌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时间尺度。细菌群落通常在 3 至

6 个月内可恢复至扰动前多样性的 60%～80%，而真菌群落恢复时间则超过一年[33-34]。这与两类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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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理特征和生态依赖性有关：细菌世代时间较短，可迅速利用火后释放的无机养分和易降解碳

源实现数量回升；真菌菌丝结构对高温更为敏感，其恢复通常依赖于植被重建、根系输入和共生网

络的重新建立[42]。若野火导致植被组成发生改变，与之相关的共生微生物功能群也会随之更替，从

而进一步影响火后土壤碳循环路径与效率[13]。 
需要指出的是，微生物多样性的较快恢复并不意味着生态功能同步恢复。多样性指标主要反映

物种丰富度或群落组成的结构性回升，而碳氮循环功能还取决于优势类群更替、功能基因表达、底

物供给和矿物界面条件等过程。近年的火后恢复研究也表明，微生物群落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持续性。

例如，在大型火灾后 3～4 年的恢复过程中，细菌群落功能轨迹仍在变化，第 3 年以厌氧分解类群增

加为特征，第 4 年则表现为硝化菌和固氮菌增加[43]。这说明火后微生物恢复并不是简单回到扰动前

状态，而是经历一个由结构恢复到功能重组的连续过程。因此，火后细菌群落可能在数月内表现出

多样性回升，但其结构功能及碳氮循环相关过程仍可能需要数年才能重新趋于稳定。 
2.2 野火扰动下微生物代谢策略与功能基因表达重构 

在群落结构快速重组之后，微生物对底物的利用方式和代谢通路也会发生明显调整。野火高温

可热解部分有机质，释放糖类、氨基酸和短链脂肪酸等易降解碳源，这些底物会优先刺激糖苷水解

酶（GHs）和 β-葡萄糖苷酶（bglX）等分解酶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支持微生物对短期释放活性底物

的快速利用[15]。在这一阶段，土壤呼吸通量显著增加，大量活性碳以 CO2 形式损失[13，34]。田间研究

表明，野火后活性碳组分在季节尺度上的重新分配与微生物由 K-策略向 r-策略转变密切相关，这种

变化不仅表现为短期呼吸增强，也反映在不同季节和不同土层活性碳库分配格局的变化上[16]。 
随着易降解底物逐渐耗竭，微生物代谢重点开始转向更难利用的芳香族和缩合有机组分。与木

质素和 PyC 氧化分解相关的多酚氧化酶、过氧化物酶等氧化酶表达增强[38-39]，部分白腐真菌中与 PyC
缓慢分解相关的基因簇也会被激活[44]。这些功能变化并不代表 PyC 被快速彻底分解，而更多表现为

对其表面或边缘结构的缓慢氧化、官能团变化和部分解聚，氧化后产物一部分矿化，一部分因含氧

官能团增加更易与 Fe/Al 氧化物结合并进入 MAOC。这意味着，火后微生物代谢并非简单减弱，而

是在不同恢复阶段针对底物性质发生转向：前期侧重快速利用活性碳源，后期则逐渐适应芳香族和

难降解组分占优的环境。 
矿物界面条件的变化也会进一步影响微生物代谢策略。火后铁氧化物的反应性和氧化还原状态

发生变化后，部分铁还原菌（如 Geobacter）可增强与胞外电子传递相关基因的表达，以利用高温改

性的铁氧化物作为电子受体；而当氧气重新进入土壤，铁氧化菌（如 Gallionella）则可能通过促进铁

氧化过程，间接增强新生铁氧化物对有机碳的固定能力[13，41]。与此同时，一些细菌还会通过增强胞

外多糖和表面活性蛋白的合成，提高其在矿物表面的附着和聚集能力，从而促进有机–矿物复合体形

成[45]。火后微生物功能重构不仅决定有机质被分解的速率，也影响不同碳组分进入矿物结合和长期

稳定化的途径。因此，火后微生物代谢策略的变化不仅反映在底物利用偏好上，也体现在其与矿物

界面的相互作用方式上。 
2.3 微生物残体积累及其对稳定碳库重建的长期贡献 

微生物对野火后碳循环的影响并不止于分解过程，其残体积累同样是火后碳库重建的重要环节。

火后早期 r-策略微生物快速增殖和死亡，使大量残体碳进入土壤体系，其中的肽聚糖、脂多糖等结

构性分子较易与矿物表面发生吸附或共沉淀，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有机–矿物复合体。已有研究表明，

微生物残体碳可占 SOC 的重要比例，部分综合评估甚至显示其贡献可超过 SOC 的 1/2[45-46]，这说明

微生物残体并非短暂的中间产物，而是稳定有机碳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MAOC 的来源

并不局限于微生物残体。植物残体分解形成的低分子量可溶性有机物、根系分泌物以及部分氧化后

的植物源有机分子，也可通过直接吸附或经微生物转化后进入矿物保护体系[47-48]。因此，火后 MAOC
形成应理解为植物输入、微生物转化和矿物保护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植物源有机质提供初始碳

源，微生物转化提高其与矿物结合的可能性，而矿物表面则决定这些碳组分能否被长期保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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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长时间尺度看，火后碳库恢复的程度取决于植被恢复、微生物残体积累和矿物保护能否重

新形成连续过程。植被恢复可增强凋落物和根系输入，为微生物提供持续底物，并促进有机–矿物复

合体更新[15]；但频繁野火可能反复中断植物输入和微生物–矿物互作，使稳定碳前体难以持续积累。

已有研究指出，微生物残体对 SOC 或 MAOC 的贡献并非固定比例，而会随恢复阶段、植被类型、

底物质量、矿物组成和土壤 pH 等条件变化。基于全球数据的定量评估表明，微生物残体碳可占 SOC
的重要比例，但不同生态系统间差异明显，其保存效率受矿物保护能力和环境条件共同调控[47]。与

此同时，植物源有机质也可通过直接吸附或经微生物转化后进入 MAOC 库。微生物效率–基质稳定

（Microbial Efficiency-Matrix Stabilization，MEMS）框架及后续研究均表明，植物输入的化学性质、

微生物转化效率和矿物基质保护共同决定有机碳进入矿物结合库并长期保存的潜力[48-49]。一般而言，

富含反应性黏土矿物和 Fe/Al 氧化物的土壤更有利于残体碳保存，而在植被恢复较快、根系分泌物

输入充足或矿物表面存在大量可利用位点的条件下，植物源低分子量有机物也可直接参与 MAOC 形

成。相反，当植被恢复缓慢、底物供给不足或矿物反应位点受限时，植物源有机质和微生物残体进

入 MAOC 库的效率都会下降。总体而言，火后 MAOC 的形成来源于植物输入、微生物转化和矿物

保护的共同作用，不同来源碳组分的贡献会随环境条件和恢复进程而变化。火后微生物群落重组、

代谢策略转向及残体进入稳定碳库的阶段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野火扰动下土壤微生物响应与碳稳定机制 

Fig. 1 Soil microbial responses and carbon stabilization mechanisms under wildfire disturbance 

3 微生物–矿物界面互作在有机碳稳定化中的关键作用 

微生物代谢产物和残体碳是火后稳定碳形成的重要前体，其后续保存与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矿物界面的反应过程。火后土壤中的微生物–矿物互作并非单一吸附或简单附着，而是涉及电子传

递、络合沉淀、颗粒聚集和复合体组装等多个层面的连续过程。这些过程共同影响有机碳在土壤中

的转化路径、赋存形态及其长期稳定性。微生物不仅参与有机质的分解、再合成和残体生成，还可

通过代谢产物改变矿物表面性质和局部氧化还原环境[50]；矿物则既为有机碳和微生物残体提供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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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也通过调节养分和电子受体供给影响微生物群落功能[51]。因此，火后有机碳稳定化应被视为

一个由碳前体生成、界面反应调节、复合体形成、长期保存组成的连续过程。 
3.1 微生物代谢产物进入矿物保护体系的界面过程 

微生物代谢产物是连接有机质与矿物界面的重要化学组分，其关键作用不仅在于增加可结合的

有机组分，更在于通过改变矿物表面电荷、润湿性和局部反应条件，重塑有机碳进入矿物保护体系

的界面环境。野火显著改变土壤底物组成和养分供给格局后，微生物代谢通量和产物谱系也随之调

整，从而影响有机碳进入矿物保护体系的路径与效率。火后早期，微生物为适应升高的 pH、无机离

子脉冲和底物质量下降等环境变化，通常会增强低分子有机酸的合成与分泌。草酸、柠檬酸等有机

酸可与灰分输入的 Ca2+、Mg2+及土壤中 Fe3+、Al3+等金属离子发生络合或共沉淀反应，促进次生矿

物相或 Fe/Al 氧化物–有机质复合体，使部分有机碳更容易被固定在矿物表面或无定形氧化物相[32]。

热重分析、红外光谱及质谱联用研究表明，经矿物结合保护的土壤有机质在升温过程中具有更高的

分解起始温度和更集中的放热峰，说明微生物来源有机组分一旦进入矿物保护体系，其热稳定性会

明显增强[32，37]。 
除低分子有机酸外，胞外多糖、蛋白质和表面活性分子等高分子代谢产物同样参与界面过程。

这些物质可在矿物颗粒和有机分子之间形成连续的黏结层，通过改变矿物表面电荷与润湿性，增强

有机质在界面上的附着与滞留，并为后续复合体形成提供分子基础[35]。因此，微生物代谢产物的关

键作用不只是增加有机质，更在于重塑矿物表面的反应环境，使原本处于游离态或高迁移性的有机

组分更容易转入矿物保护体系。 
多尺度表征技术为上述矿物–有机碳互相作用过程提供了直接证据。针对 2024 年雅江火灾的研

究中，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结合能谱分析发现，火后表层土壤中常形成富含灰分和金属氧化物的薄

层结构，其内可识别到纳米级有机–铁铝复合颗粒，C、O、Fe、Al 信号在这些颗粒中高度共定位，

指示有机配体参与了矿物相的共沉淀与包裹过程[52]。同时，C、N 元素的同步辐射 X 射线近边谱解

析和热解场电离质谱（py-FIMS）实验表明，在 300～500 ℃区间，不饱和取代芳香碳和含氮芳香碳

相对富集，而羧基碳、脂肪族和多糖组分逐渐衰减，这种分子组成变化使有机质更易与 Fe/Al 氧化物

发生配位和 π–π相互作用，从而提高其进入稳定库的可能性[33，38]。总体而言，界面反应决定了微生

物来源碳前体能否由活性态或迁移态转入矿物结合态，是火后稳定化过程中的关键筛选环节。 
3.2 微生物电子传递与矿物氧化还原动态对界面反应的调节 

除分子络合与共沉淀外，火后土壤中微生物与矿物之间的电子传递过程也会持续改变界面反应

条件。矿物不仅是有机质的重要吸附载体，也是微生物代谢过程中的关键电子受体与供体。高温作

用及后续水文和氧化还原环境的变化，可驱动 Fe/Al 氧化物在不同价态之间转换，暴露新的反应位

点，并改变其与有机质和养分元素的结合方式[53]。因此，电子流动并不是附属于碳转化的次要过程，

而是界面反应性变化的重要来源。 
火后输入的 pyDOM 中往往富含酚类、醌类和共轭芳香结构，这些分子具有较强的氧化还原活

性。环境基因组和反应组学研究表明，这类组分的输入可增强微生物群落中与氮代谢、反硝化和有

机物氧化相关的功能通路，促进有机质、矿物与微生物之间的电子传递[53]。其中，醌类结构可作为

典型的电子穿梭介质：微生物在代谢过程中将电子传递给醌类分子，使其转化为还原态；还原态醌

类随后又可将电子传递给 Fe(III)氧化物，促进 Fe(III)向 Fe(II)转化。当氧气或其他氧化剂重新进入土

壤时，Fe(II)可再次被氧化并形成新的铁氧化物表面。由此形成的“微生物–pyDOM–铁氧化物”电子

传递过程，会不断改变铁氧化物的价态、表面羟基位点和反应性，从而影响其对 pyDOM、微生物残

体和氧化 PyC 等有机组分的吸附、桥联与共沉淀能力。最新研究也表明，pyDOM 可显著增强环境

中 DOM 反应活性并重塑氮代谢过程，说明其在火后土壤中不仅是可利用的底物，也可作为反应性

分子参与电子与物质再分配[54]。 
部分功能类群对这种界面氧化还原变化表现出明确响应。当火后铁氧化物反应性增强或价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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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时，铁还原菌如 Geobacter 可增强与胞外电子传递相关基因的表达，并利用改性的铁氧化物作

为电子受体；而在氧气重新进入土壤、局部氧化条件恢复后，铁氧化菌如 Gallionella 则可能通过促

进 Fe(II)氧化，推动新生铁氧化物形成[17]。这一还原–再氧化过程不仅影响微生物能量代谢，也会通

过矿物相转化和表面位点更新，改变矿物对有机碳的固定能力。因此，微生物电子传递并不是孤立

的代谢过程，而是连接 pyDOM 反应性、铁氧化物转化和有机碳界面保存的重要机制。 
这一氧化还原过程还与 N、P 等养分循环高度耦合，并通过竞争吸附、位点重排和资源供给变化

间接影响有机阴离子和微生物残体在矿物表面的结合效率。长期火后恢复序列研究发现，重度野火

五年后，冷温带针叶林土壤总磷和无机磷升高，而有机磷下降；同时，正磷酸盐与肌醇六磷酸的吸

附容量增强，并与 Fe/Al 氧化物含量和 SOM 水平密切相关[33]。这说明，矿物–养分界面反应不仅影

响植被和微生物恢复所需的资源供给，也会通过竞争吸附和表面位点重排，改变有机阴离子在矿物

表面的结合机会[27，32]。此外，稳定同位素示踪与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表明，火后土壤中硝化与反硝化

过程的增强，常伴随以热解有机组分为电子供体或介质的脱氮途径强化，这些变化可能进一步影响

矿物表面的吸附位点更新，从而间接改变碳封存空间[55]。总体上，微生物电子传递与矿物氧化还原

动态并不直接形成稳定碳库，但持续改变着矿物相状态、界面反应位点及养分循环背景，从而为后

续有机碳固定和复合体形成提供动态条件。 
3.3 有机–矿物复合体多尺度形成机制及其稳定化模式 

微生物代谢过程与矿物反应性的协同作用，最终会体现在多尺度有机–矿物复合体的形成与演化

上。分子和纳米尺度上的络合、吸附与氧化还原过程，为更大尺度的颗粒聚集和结构组装奠定了基

础，也决定了火后有机碳最终以何种形式进入稳定库。 
在分子与纳米尺度上，微生物代谢产物、微生物残体以及火后形成的芳香有机组分可在矿物表

面发生定向吸附和配位，形成单分子层或纳米级薄膜[8]。其中，多肽、脂多糖和芳香族有机分子可通

过内配位或氢键作用与 Fe/Al 氧化物紧密结合，降低有机碳对胞外酶和氧化剂的可达性，这一界面

尺度的结合被认为是 MAOC 形成的最初环节[43，45]。 
在微米尺度上，胞外多糖与真菌菌丝等高分子聚合物发挥胶结剂作用，将有机残体、热解碳和

矿物颗粒桥联为稳定的微团聚体。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断层成像研究表明，火后土壤中真菌菌

丝及其分泌物构成了微团聚体的重要骨架，不仅增强了颗粒间的物理连结，也扩展了有机–矿物界面

反应面积，为复合体进一步稳定提供结构支撑[39，46]。 
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这些微团聚体继续组装形成宏观团聚体网络，构建出复杂的孔隙结构与

反应微环境，从而降低有机碳在土壤中的扩散速率和生物可达性。与此同时，坡位差异和侵蚀–沉积

过程还会影响复合体的空间分布，坡面上部更容易发生碳流失，而低势位和沉积区则更有利于细颗

粒、PyC 及 Fe/Al 氧化物共同富集，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热解碳–矿物复合结构[40，47]。由此可见，有

机–矿物复合体并不是单一尺度上的产物，而是分子反应、颗粒组装和地貌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时间尺度看，火后数月至一年内，r-策略微生物快速周转，推动易降解碳的矿化并大量生成残

体，这些残体碳成为后续 MAOC 的重要前体。随着底物质量下降和植被逐步恢复，K-策略微生物及

真菌占比增加，碳稳定化逐渐由前期的快速损失阶段转向以“微生物残体–矿物复合体”为特征的长

期保护阶段[16，39]。近年来，光谱与机器学习方法的结合也为识别此类多尺度结构及其对应的碳稳定

形态提供了新手段。在高火频区域开展的研究表明，利用漫反射光谱结合树模型等算法可有效区分

可溶性、易降解和惰性土壤有机碳组分，并揭示野火频率对不同碳组分相对丰度的调控作用，从而

在区域尺度上刻画微生物–矿物复合体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固碳功能[56]。因此，火后稳定化模式并非静

态存在，而是随恢复进程在不同尺度上不断重组和积累。 
3.4 野火扰动下土壤碳稳定化的结构–界面–生物耦合路径 

综合前述过程，野火后土壤碳稳定化可概括为一条由“结构扰动–界面重构–生物转化”组成的

阶段性耦合路径，这一耦合路径的核心，不在于某一类碳组分是否能够单独保存，而在于碳能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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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界面固定和残体累积之间形成持续衔接的转化链。该路径并不表现为单一机制持续增强，而

是在不同恢复阶段由不同过程主导，并受野火行为、地貌位置、矿物组成和生态恢复进程共同控制。 
在野火后早期，结构破坏和活性碳释放占主导地位。团聚体解体、孔隙扰动和水斥性增强使原

本受保护的有机碳暴露于分解和迁移环境中[22]；同时，高温热解和灰分输入造成溶解性有机组分、

无机离子和 PyC 增加。此时微生物群落处于快速重组阶段，活性碳矿化和坡面迁移往往超过稳定化

过程，因此碳库变化主要表现为损失和再分配。进入野火后中期，随着水文过程重建及矿物表面反

应性逐步显现，界面固定过程的重要性开始显现。pyDOM、微生物代谢产物和早期形成的微生物残

体更容易与反应性矿物表面接触，并通过吸附、络合、阳离子桥联和共沉淀进入矿物保护体系。在

野火后长期恢复阶段，植被重建、根系输入恢复和真菌网络发育逐渐增强，微生物残体和胞外聚合

物持续输入土壤，并与矿物颗粒、PyC 和细颗粒组分共同参与微团聚体及有机–矿物复合体累积[41，

50]。这一阶段稳定碳库的增长主要依赖 MAOC 形成、有机–矿物共保存以及微团聚体包埋等过程，

因此碳库演化更表现为长期积累和结构性稳定。因此，火后碳库变化不能简单归因于燃烧损失、矿

物吸附或微生物代谢中的某一单一机制，而应理解为结构、水文、矿物界面和微生物过程共同驱动

的动态耦合结果。要提高对火后碳汇效应的预测能力，需进一步将这一阶段性耦合路径、火强度梯

度和长期恢复序列结合起来，建立能够连接分子机制与生态过程的综合框架。 

4 研究挑战与展望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背景下，野火已成为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扰

动因素。野火不仅可通过高温燃烧造成土壤有机碳的快速损失，还会持续改变土壤结构、水文过程、

矿物界面性质和微生物活动，从而影响火后碳库的迁移、重分配与长期稳定。火后土壤碳库的演化

并非由单一过程控制，而是结构变化、矿物界面反应和微生物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研究已从

团聚体破坏、矿物反应性变化和微生物群落演替等方面揭示了野火对土壤碳库的影响，但仍需进一

步贯通结构–矿物–微生物过程，阐明其如何协同调控 POC、MAOC、PyC 和 pyDOM 的迁移、转化

与稳定。与此同时，火后碳库恢复具有显著的长期性和阶段性特征，植被恢复、微生物群落重组、

矿物风化以及侵蚀–沉积过程往往持续多年甚至数十年，亟待通过长期定位观测揭示碳库由损失到重

新稳定的动态轨迹。此外，火后碳循环模型仍需更充分地表达微生物残体积累、矿物保护作用、PyC
长期保存以及侵蚀–沉积再分配等关键过程，以降低对火后碳库恢复轨迹和稳定状态预测的不确定性。

野火强度与频率、地貌条件、水文过程以及植被恢复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也要求在更综合的框架

下评估火后碳稳定化过程。 
围绕上述方向，后续研究应重点开展多过程协同观测与实验，系统解析不同碳组分从释放、迁

移到固定和积累的连续转化过程；同时，亟待建立长期火后序列观测网络，结合不同火强度、土壤

类型、地貌条件和恢复阶段，持续跟踪 SOC、PyC 和 pyDOM 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在模型方面，

需要开发整合微生物–矿物互作、水文输移和侵蚀–沉积过程的新一代碳循环模型，并将火强度、受

热持续时间、矿物组成和植被恢复等关键因子纳入参数化体系，以提高火后碳循环模拟和碳汇评估

的准确性。对于高频野火、坡面侵蚀和沉积区碳保存等复杂情景，还应结合多因素耦合试验、跨尺

度监测和模型–数据融合，明确不同环境条件下火后碳库演变的主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随着同

步辐射表征、稳定同位素示踪、原位成像、多组学和机器学习方法的发展，火后土壤碳稳定化研究

正逐步具备从分子界面到生态系统尺度贯通分析的技术基础。加强多尺度观测与模型模拟结合，系

统揭示结构重组、矿物保护和微生物转化对火后碳稳定化的协同调控机制，将有助于完善火扰动背

景下土壤碳循环理论，并为陆地碳汇评估和火后生态系统管理提供更加坚实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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